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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对深圳市职住空间融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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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深圳为例,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民通勤距离,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空间滞后模型, 以交通分析

小区(TAZ)为分析单元, 从中观层面分析城中村对居民通勤距离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城中村的存在有利

于促进大城市职住空间融合, 这与城中村规模大、分布散和租期灵活等因素有关; 土地利用混合度高、建成

环境多样和可达性高等建成环境因素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小区居民平均通勤距离; 居住地社会经济环境好会

提升居民平均通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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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Shenzhen as an example and TAZ (traffic analysis zone) as the research unit, by mean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spatial lag model, using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data 

and so on, the role of urban village in promoting job-housing balance is revealed under the premise of controlling 

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s such as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commuting distanc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of TAZ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urban villages is relatively short and the 

existence of urban village is favorable to promote job-housing balanc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large scale, scattered 

distribution, low rent, flexible lease period and low income of the tenants of urban villages in Shenzhen. Secondly, 

built environment also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of residents.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land use mixing, increasing the diversity of built environment, optimiz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will reduce the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of TAZ residents in varying degrees and the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of residents in TAZ with good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s longer. Thirdly, the 

commuting distance of residents has obviou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Key words  job-housing balance; urban village; built environment;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Shenzhen

居 住 –就 业 空 间 不 匹 配 可 能 导 致 交 通 堵 塞 [ 1 ]、

通勤成本增加 [2]和低技能劳动者失业 [3–4]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 始终是城市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特别

是人口和经济规模可观的大城市, 由职住空间分离

导致的高通勤成本不仅严重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质

量, 而且大大降低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和城市整体竞

争力, 成为空间治理的难点[2,5]。其中, 与城市中高

收入人群相比, 受收入水平与工作技能的限制, 低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第 56 卷  第 6 期  2020 年 11 月 

1092 

收入人群的居住和就业地选择受限明显, 他们极有

可能为寻求低房价而被迫承受高通勤成本。关注这

一人群“择业”与“择居”的空间匹配, 是实现城市职

住空间融合的关键。 

西方发达国家对低收入人群职住分离的研究比

较成熟。20 世纪  60—70 年代, Alonso[6], Mills[7–8]和

Muth[9]建立的经典空间结构解析模型指出, 单中心

城市就业主要集中于  CBD, 距市中心越远, 住房成

本越低, 通勤成本越高, 低收入人群为获取可支付

的低成本住房 , 不得不住在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 , 

负担更长的通勤距离和时间。同一时期, 欧美等西

方发达国家存在一种与单中心城市土地利用分析框

架相反的城市形态——逆城市化。由于市区居住拥

挤, 生活空间狭小, 环境恶化以及中心区地价飞涨, 

而郊区基础设施有很大改善, 因此城市人口逐渐向

郊区集中 , 城市中心出现“空洞化”[10–11]。1968 年 , 

Kain[12]提出著名的空间不匹配假说, 即在逆城市化

时期, 原本在城市内部的工作岗位, 尤其是蓝领从

事的生产行业, 已经移到郊区, 但普遍存在的居住

隔离使得低收入者留在城市中心区, 同样导致低收

入人群必须承担长距离通勤。随后 , Wheaton[13]、

Brueckner 等[14]、Fujita 等[15]和  McGrath[16]相继进行

拓展和实证, 进一步证实低收入群体往往被迫负担

长距离通勤的结论。 

近年来 , 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受

到我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 基于“空间不匹配假

设”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谌丽等 [17]、宋金平

等 [18]、党云晓等 [19]和张艳等 [20]在对北京的实证研

究中均发现, 北京的低收入人群分布呈现边缘化和

郊区化的趋势, 旧城改造与市区高昂的房价迫使居

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 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 

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 , 

就业概率和生活质量降低, 同时导致交通拥挤、社

会隔离等社会问题。钱瑛瑛等[21]指出, 因为选址区

位较偏、交通网络分布不足和就业岗位有效供给不

足等原因, 导致居住在上海中低价位商品房中的中

低收入人群通勤成本高。李小广等[22]、周素红等[23–24]

和陈劼 [25]分别以重庆市、广州市和天津市的典型

低收入住区——保障性住房社区为研究对象, 发现

由于保障性住房普遍存在空间布局边缘化、就业结

构不匹配和配套公共设施不完备等问题, 导致居住

在保障性住区中的低收入家庭承受高额通勤成本的

压力, 造成生活质量下降。从总体上看, 伴随土地

和住房市场化改革, 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居住分异

现象日趋严重 , 加上近年来中国城市空间快速重

构，受经济水平和技能水平的限制, 低收入群体被

迫选择居住在郊区 , 远离工作机会 , 承担长通勤

距离。  

中国许多大城市存在一种特殊的低收入居住区

——“城中村”, 为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城市外来流动

人口)提供大量廉租住房 [26–27]。城中村是我国快速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扩展避开或绕过农村居民点, 利

用开发成本相对较低的农地和空地进行开发, 在地

域上形成城市包围农村、城乡混杂的二元城市景观

和结构[28]。因此, 城中村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一定

的随机性, 使得低成本住房占据城市内靠近工作机

会的优越区位成为可能。那么, 城中村的存在是否

可以缓解城市低收入人群居住–就业空间不匹配困

境, 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就业空间公平性呢? 

目前国内关注城中村居民通勤特征的研究较

少 , 且研究结论不一致。对昆明的实证研究发现 , 

受收入和技能限制, 城中村居民只能在城中村及其

周边地区从事服务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低技能工作 , 

通勤距离短[29]。对兰州的研究却发现, 由于城中村

远离城区中心, 且周边就业机会少, 导致城中村居

民通勤距离长, 甚至长期失业[30]。对深圳的研究也

发现 , 由于中心岗位集聚 , 通勤范围扩大 , 导致周

边城中村居民通勤距离大幅增长 [31]。对北京的实

证研究则显示, 近郊与远郊城中村居民通勤特征截

然相反 , 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普遍较长 , 

职住分离较明显, 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

短, 以就地工作为主[32]。 

从研究方法来看, 国内关于通勤的研究多基于

典型调查方法获得的个体数据开展 [17,20,22,30–35]。然

而, 通过典型调查方法获取大量微观样本存在一定

的障碍, 由于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与样本选取的数量

和质量直接相关, 当样本量过小或不具有随机性时, 

得到的研究结论不具有代表性。这也是造成已有实

证研究结论矛盾的原因之一。随着基于位置服务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LBS), 特 别 是 移 动 通 信

(GSM)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的进步和广泛

应用, 大规模、高质量的个体时空数据的获取和应

用逐渐发展成熟 , 为城市研究带来新的契机 [33]。

2012 年以来, 逐渐有学者将公交刷卡、百度热力图

和手机信令等位置大数据应用到居民通勤的研究

中 [36–41], 特别是基于基站的手机信令数据, 通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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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手机定位数据可以实时记录用户行动轨迹, 从而

更加准确地进行居住地与就业地识别, 为居民通勤

研究提供了数量更多、覆盖范围更广、精度更高的

样本数据[42], 研究结论更加科学可靠。 

鉴于上述背景, 本文选择深圳市为案例, 以交

通分析小区(traffic analysis zone, TAZ)为分析单元, 

立足中观层面, 以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民职住地分

布以及通勤距离作为因变量,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

空间滞后模型, 在控制建成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等

经典变量 [19,33,43–45]对通勤距离影响的前提下, 定量

地探究城中村对推动城市职住空间融合的积极作

用, 为地方政府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中村管治

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土地面积为  1996.85 km2, 截至  2017 年

底, 全市建设用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50%。经过  40

年的快速发展 , 深圳已从  1980 年人口  33 万、GDP 

2.7 亿元的边陲小镇成为我国经济规模第三的超大

城市, 2017 年末常住人口为  1252.83 万, GDP 为  2.24

万亿元[46]。 

深圳住房租赁占比极高, 约有  80%居民租房居

住 , 全市共有  740 万套租赁住房 , 占住房总套数的

70%, 其 中 超 过 六 成 为 城 中 村 租 赁 住 房 ① 。 根 据

《 深 圳 市 城 中 村 ( 旧 村 ) 总 体 规 划 (2018—2025) 》 , 

2018 年深圳市城中村用地总面积约为  320 km2, 超

过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1/3, 其中城中村居住用地约

为  100 km2 ②(空间分布如图  1 所示)。与普通商品房

相比, 城中村住房不仅单价低, 且多为小单元住房,

保证了其相对于正规商品住房的租金优势。根据深

圳链家研究院③发布的数据, 2017 年  1—8 月, 73.8%

的城中村租赁房套均月租金在  2000 元以内, 26.1%

在  1000 元以内 , 而同期商品住房套均月租金高达

5005 元 , 甚至高于  4400 元的全市居民人均月可支

配收入[46]。目前, 城中村已成为深圳市低收入人群

最重要的住房来源。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因变量: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居民通勤

距离 
为方便研究交通出行特征, 将深圳全市划分为

981 个  TAZ, 平均每个  TAZ 面积约为  2 km2。本文立

足中观尺度, 以  TAZ 为研究单元, 基于手机信令数

据推算得到的  TAZ 居民平均通勤距离为因变量, 表

征小区居民职住分离程度的群体特征。 

本文应用  2017 年  3 月深圳市共  4999759 条有效 

 
图 1  深圳市城中村分布 

Fig. 1  Urban villages in Shenzhen 

  

①  李晓旭. 租购并举时代到来, 城中村刮起公寓风. 羊城晚报, 2018–01–18. 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8-01/18/content_326_ 

2096.htm 
②  李舒瑜. “城中村”可统筹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深圳特区报, 2018–09–05. http://sztqb.sznews.com/PC/content/201809/05/content_457268.html 

③  深圳链家研究院. 深圳租赁 2017 (内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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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手机信令数据, 结合通信市场占有率、一人多

卡率和人口年龄比例扩样得到的深圳市各  TAZ 居

住人口及工作人口数据。据此统计, 深圳市共有居

住人口  1673.56 万 , 工作人口  1037.5 万 , 比统计年

鉴通报数据超出约  30%。考虑到手机信令数据不仅

包括登记在册的常住人口, 还有大量临时务工的流

动人口等, 可认为此数据能够较客观地反映深圳市

人口分布现状。 

首先基于用户手机信令数据, 提取工作人口的

居住地与工作地。若用户每日  0:00—5:00 在同一个

TAZ 停留多于  15 天 , 则定义该  TAZ 为该用户居住

地; 每日  9:00—17:00 在同一个  TAZ 出现多于  15 天, 

且驻留时间最长的  TAZ 为其工作地; 所有统计不含

18 岁及以下和  60 岁及以上人群。在识别每位用户

的居住地与工作地之后 , 使用  ArcGIS 软件提取各

TAZ 几何中心 (Centroid), 并计算居住  TAZ 与就业

TAZ 几何中心的直线距离作为该用户居住–就业空

间距离, 即最短通勤距离。将  TAZ 内所有居民通勤

距离的平均值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 , 表示该  TAZ

内居民居住–就业空间分离程度的总体特征。经计

算, 深圳市居民平均最短通勤距离为  4130 m。 

全市居民居住地分布在  907 个  TAZ, 每个  TAZ

的 居 住 人 口 最 多 为  137430, 最 少 为  8, 平 均 值 为

18452。全市就业者工作地分布在  905 个  TAZ, 每

个  TAZ 工作人口最多为  123530, 最少为  8, 平均值

为  11464。通过将  TAZ 与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叠

加 , 发现有  166 个  TAZ 基本上被非建设用地覆盖 , 

居住或就业人口不足  1000 人 , 将这些  TAZ 从模型

样本中剔除, 仅保留  815 个 TAZ 作为研究单元。 

结合自然断点法分组以及经验判别, 将深圳市

TAZ 间通勤联系人数分为  4 组, 得到深圳市职住通

勤空间布局(图  2)。可以发现 , 深圳市职住空间格

局表现出明显的组团特征, 各行政区内部联系相对

紧密, 跨区联系相对薄弱。此外, 原特区内外呈现

一定的差异, 联系最紧密的  TAZ 大多分布在原特区

外的宝安区、光明新区、龙华区和龙岗区内部, 说

明在原特区外, 这几个区内部居住、就业混合分布

较为显著, 大量居民为就近居住就业; 而原特区内

的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内部  TAZ 之间联系相

对薄弱, 说明同一个  TAZ 的职工居住地分布相对分

散, 大多没有集中居住区。 

2.2 影响居民通勤距离的自变量选取 
为了定量地探究  TAZ 的属性如何影响社区居

民居住–就业空间选择 , 本文主要选取  3 组自变量: 

城中村占比、居住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 分

别用来表征该  TAZ 内城中村分布状况、物质环境

及社会经济环境。 

城中村占比为主要解释变量。因区别于商品房

的管理、定价模式而造就价格的绝对优势, 城中村

始终是深圳市低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住房来源, 其散

布于城市内部的特殊空间分布态势, 使得低收入人

群不必为了获取可支付住房而被迫承担长距离通 

 
图 2  深圳市职住联系空间分布 

Fig. 2  Job-housing connection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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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从深圳市居民平均通勤距离最长(图  3(a)~(c))

与最短(图  3(d)~(f))的  3 个  TAZ 的居民工作地分布

以及  TAZ 部分属性信息中, 可以发现通勤距离最短

的  3 个  TAZ 均表现出明显的高城中村占比特征。基

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深圳市城中村的存在有利于

缩短居民平均通勤距离, 推动城市实现职住空间融

合。为验证该假设, 将城中村住宅面积占  TAZ 住宅

总面积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 以定量地探

讨城中村与居民通勤距离的关系。 

建成环境为模型控制变量。国内外现有研究中

已关注到容积率 [47]、人口密度 [43,48]、职住比 [49]、

土地混合度[19,43]和商业中心可达性[47]等因素对居民 

 
(a), (b)和(c) 为居民平均通勤距离最长的 3 个 TAZ; (d), (e)和(f) 为居民平均通勤距离最短的 3 个 TAZ 

图 3  典型 TAZ 的通勤形态 
Fig. 3  Typical commuting trips from six T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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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行为的影响 ,  其中 ,  对建成环境的描述尤以

Cervero 等[50–51]提出的“密度–多样性–设计–与公共

交通车站的距离–目的地可达性 ”  (5D,  Densi ty-

Diversity-Design-Distance to transit-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模型的应用最为广泛。本文参考  5D 模

型, 采用居住人口密度、工作人口密度和容积率表

征  TAZ 密度 , 土地利用混合度表征  TAZ 建成环境

多样性, 商服用地比例、城市交通运输用地比例和

居住配套设施用地比例表征  TAZ 设计特征, 到最近

地铁站点的距离、到最近公交站点的距离和到市中

心 的 距 离 表 征  TAZ 到 公 共 交 通 及 目 的 地 的 可 达

性。此外, 考虑到居民可能为了获取更加舒适的居

住环境, 主动选择距离工作地较远但居住环境较好

的地区 , 在模型中引入平均基准地价作为自变量 , 

用以控制社会经济环境对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各

变量的定义、计算方法与数据来源如表  1 所示, 所

有空间分析均借助  ArcGIS 软件实现。 

考虑到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首先

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剔除部分相关性

过高的自变量, 最终选择  10 个自变量进入模型, 所

有变量的  VIF (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3, 表明模型多

重共线性非常弱, 不会影响模型的结果(表 2)。 

2.3 模型选择 
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探讨各因素对居

民群体职住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为消除量纲影

响, 使得变量回归系数可比, 首先对各变量标准化, 

标准化后因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对多元线性回归残

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发现  Moran’s I 值为  0.438, 

表 1  居民平均通勤距离影响因素指标选择 
Table 1  Factors influencing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变量 变量设定 数据来源 

密度 

居住人口密度(人/m2) 居住人口/建设用地面积 手机信令数据 

工作人口密度(人/m2) 工作人口/建设用地面积 手机信令数据 

容积率 建筑总面积/建设用地面积 
2014 年深圳市建筑普查数据及土地利

用变更调查数据 

多样性 土地利用混合度 

, ,1
ln( ) / ln( , )

k
k i k ik

p p k i


 [19,52]
 (k 表示 TAZi 的土地利用类型数

量, 建设用地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 21010—2007)

二级类进行分类, 将所有非建设用地包括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归为

一类; pk,i 表示第 k 种土地利用类型在 TAZi 的面积占比) 

2014 年深圳市建筑普查数据及土地利

用变更调查数据 

设计 

商服用地比例(%) 

商服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GB/T 21010—2007)包括其他商服用地、住宿餐饮用地、批发零

售用地和商务金融用地 

2014 年深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居住配套设施用地比例(%) 

居住配套设施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标准》(GB/T 21010—2007)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内的科

教用地、医卫慈善用地、文体娱乐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公园与

绿地 

2014 年深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城市交通运输用地比例(%) 
城市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标准》(GB/T 21010—2007)包括公路用地和街巷用地 
2014 年深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可达性 

到市中心的距离(m) 

应用 ArcGIS 近邻分析工具, 计算每一个 TAZ 几何中心到最近的城

市主中心或城市副中心的直线距离, 城市主中心包括地王大厦、

海岸城、前海湾管理局和市民中心 , 城市副中心包括盐田区政

府、坪山区政府、龙岗区政府、宝安区政府、龙华区政府和光明

区政府 

 

到最近地铁站点的距离(m) 

应用 ArcGIS 创建渔网工具, 将 TAZ 划分为 50×50 的网格, 应用近

邻分析工具以及汇总统计数据工具计算每个网格几何中心到最近

的地铁站距离的平均值 

地铁站点数据 

到最近公交站点的距离(m) 

应用 ArcGIS 创建渔网工具, 将 TAZ 划分为 50×50 的网格, 应用近

邻分析工具以及汇总统计数据工具计算每个网格几何中心到最近

的公交站距离平均值 

公交站点数据 

社会经济环境(元/m2) 
深 圳 市 被 划 分 为  250 m×250 m 的 网 格 , 标 注 基 准 地 价 , 应 用

ArcGIS 分区统计工具计算每一个 TAZ 内基准地价的平均值 
2012 年深圳市基准地价数据 

城中村占比(%) 城中村居住建筑面积/TAZ 居住总建筑面积 2014 年深圳市建筑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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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基本情况与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2  Model variables and sample means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平均通勤距离(m) 815 3846.616 1546.552 1564.558 14046.290 

自变量 

密度 
工作人口密度(人/m2) 815 0.014 0.014 0.001 0.160 

居住人口密度(人/m2) 815 0.160 0.020 0.001 0.163 

多样性 土地利用混合度 815 0.634 0.122 0.190 0.875 

设计 

商服用地比例(%) 815 0.036 0.051 0         0.529 

城市交通运输用地比例(%) 815 0.224 0.102 0         0.961 

居住配套设施用地比例(%) 815 0.077 0.105 0         0.839 

可达性 
到市中心的距离(m) 815 6323.738 4101.076 129.489 25828.893 

到最近地铁站点的距离(m) 815 5432.079 5635.254 253.986 32271.966 

 社会经济环境(元/m2) 815 1907.484 904.696 838.393 5180.067 

 城中村占比(%) 815 0.356 0.299 0 1 

 
 

且通过  999 次蒙特卡洛试验的显著性检验 (P 值为

0.001), 说明残差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进一步

使用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 其表达形式如下: 

 y = xβ+ρWy+ε ,  (1) 

式中, x 是自变量; β 为其回归系数; ρ 表示空间滞后

变量的回归系数, 表示因变量的空间自相关对其影

响; W 是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采用一阶  Queen Con-

tiguity 权重矩阵(后邻域矩阵, 即以所有与该单元相

邻相接的空间单元作为其邻域); ε 为模型误差项。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3 列出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空间滞后

模型的分析结果, 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及极大似然

法进行参数估计。两模型结果表现出良好的一致 

表 3  居民平均通勤距离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结果 
Table 3  Estimate results of models for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变量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 

β S.E.  β S.E. 

密度 
工作人口密度 −0.010 0.048  0.052 0.037 

居住人口密度 −0.015 0.046  −0.019 0.036 

多样性 土地利用混合度 −0.156*** 0.032  −0.134*** 0.025 

设计 

商服用地比例 0.062* 0.034  0.059** 0.026 

城市交通运输用地比例 0.067** 0.033  0.015 0.026 

居住配套设施用地比例 0.085*** 0.031  0.061** 0.024 

可达性 
到市中心的距离 0.023 0.034  0.037 0.027 

到最近地铁站点的距离 −0.128*** 0.037  −0.031 0.029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0.325*** 0.051  0.122*** 0.041 

                              城中村占比    −0.172*** 0.035  −0.125*** 0.027 

R2 0.299  0.570 

LIK −1011.110  −859.408 

AIC 2044.220  1742.820 

SC 2095.950  1799.250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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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第  1093 页脚注③。 

②  http://www.sznews.com/zhuanti/content/2018-08/22/content_19928019.htm 

③  陈龙辉. 1800 多个城中村开展十项综合治理. 深圳晚报, 2018, 07–06 

性, 但从拟合优度(R2, LIK, AIC 和  SC)来看, 空间

滞后模型明显优于普通多元线性回归, 可以更好地

解释居民平均通勤距离的差异。 

3.1 城中村对居民通勤距离影响机制 
控制建成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变量的影响后 , 

城中村占比对居民通勤距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 

说明城中村的存在可以显著地降低大城市居民, 特

别是低收入人口的平均通勤距离, 促进城市实现职

住空间融合, 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就业空间公平

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城中村是一种居住期灵活的租住空间。首

先, 与购房者相比, 租户对于住房质量和居住环境

的敏感性较低, 除租金水平之外, 与工作地的距离

是租客选择居住地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根据链家网

公布的  2017 年深圳租赁住房调研报告①, 深圳市租

客有超过  36%的通勤时间在  20 分钟以内。深圳舆

情研究院开展的《关于深圳城中村租住质量的民意

调查》②显示, 距离工作单位路程近是年轻白领选

择居住城中村的重要原因。此外, 对于购房居民及

正规商品房小区租客来说, 选择一处居住地后, 很

难在短期内更换住所 , 而城中村租期灵活(不少地

方可以一个月起租), 方便更换住所, 租客会根据自

己的需要和偏好(特别是邻近工作地的需求), 随时

在城市内选择更理想的住房 , 从而大大缩短通勤

距离。 

2) 深圳市城中村体量庞大 , 有足够的廉租房

供给能力是其推动城市实现职住空间融合的基础。

2018 年, 深圳市共  1877 个城中村居住单元(原特区

内  196 个, 原特区外  1681 个)中, 有超过  450 万套租

赁住房③。并且, 相对于其他租赁住房, 城中村在价

格上具有绝对优势。城中村住宅单价低, 且多为小

单元住房 , 既可以保证租户独立生活空间的需求 , 

又保证租金总价较低, 进入门槛很低。深圳市舆情

研究院开展的《关于深圳城中村租住质量的民意调

查》②数据显示 , 深圳市城中村近  60%租客房租占

工资比例低于 30%, 租金压力小。 

3) 深圳市城中村空间分布分散, 占据城市优越

区位。与我国大多数城市城中村多位于中心区外围

或城乡结合部的情况不同 [53], 由于深圳是  40 年内

快速发展形成的超大城市, 旧城基底少, 城市扩张

路径以罗湖、蛇口、沙头角等毗邻香港的口岸为起

点向四周延伸, 政府为了节约征地拆迁成本, 只征

收农用地而将农村居民点保留下来, 演化成为今天

的城中村[54]。因此, 深圳的城中村大量散布于城市

建成区中, 部分甚至占据城市中心优越区位, 使得

低收入人群在工作地较近范围内获得城中村可支付

住房成为可能, 从而大大缩短通勤距离[28,55]。 

4) 城中村居民私家车拥有比例较低。在深圳

的轨道交通目前局限于原特区内的情况下, 公共交

通的速度、舒适度和有限的容量仍然限制着城中村

居民对长距离通勤的承受能力, 从而引导居民实现

职住空间匹配。这一方面是因为城中村居民普遍收

入较低 , 另一方面是由城中村的建成环境决定的。

城中村普遍较为拥挤, 人口密度高, 且缺乏停车设

施, 因此城中村居民即使有一定的支付能力, 往往

也不会选择小汽车出行。 

3.2 建成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对居民通勤距

离影响机制 
各控制变量对居民平均通勤距离的影响结果与

已有研究结论大体上一致, 土地利用混合度高、建

成环境多样性大、公共交通及目的地可达性高等因

素 均 会 不 同 程 度 地 降 低  TAZ 居 民 平 均 通 勤 距

离 [19,56]。社会经济环境对居民通勤距离有显著正影

响 , TAZ 基准地价越高 , 居民平均通勤距离越大。

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愿意为了获取更优质的住房环境

而付出更远的通勤距离; 另一方面, 高档次住区居

民收入高, 小汽车拥有率高, 负担长距离通勤的可

能性更大。 

已有研究证实, 居住与就业人口密度以及到市

中 心 的 最 短 距 离 会 对 居 民 通 勤 距 离 产 生 显 著 影

响 [43,48,57]。但是, 本文模型中这  3 个变量均不显著, 

可能是由于就业岗位与居住空间质量的错配导致 , 

即特定人群的就业岗位附近缺乏与其居住需求相匹

配的居住空间。到市级主、副中心最短距离对居民

通勤距离影响不显著, 更深刻地揭示了深圳的组团

发展结构 , 同时表明城市在微观尺度上的可达性

(如地铁可达性 )比在宏观和中观层面更影响通勤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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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深圳市为例, 在  TAZ 尺度上重点揭示城

中村对我国大城市促进职住空间融合的积极作用。

由于居住单元小、租金低廉、生活便利且成本低等

原因, 城中村是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首选。又因

其数量庞大且散布于城市内部占据优越区位, 使得

低收入人群有很大几率可以在工作地周边获取可支

付住房。同时 , 以租住为主的居住形态转换灵活 , 

居民可以根据工作随时更换住房, 从而大大缩短通

勤距离。此外, 本文结果基本上印证了现有研究中

居住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等对通勤距离的影

响假设: 提高土地利用混合度可以促进居民职住邻

近; 居民可能为了获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商

服用地比例较高、城市交通运输用地比例较高和居

住配套设施比例较高的优质居住环境而主动选择较

远通勤距离; 居住区公共交通可达性较好, 居民选

择长距离通勤可能性更高;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

情况下, 人口密度与到市中心的距离对居民通勤距

离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明城市在微观尺度上的可达

性(如地铁可达性)比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对居民通勤

距离的影响更加显著。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特殊载体和重要单

元 , 特别是在深圳市 , 作为中低收入人群宜居住

所、高校毕业生过渡居所, 城中村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积极作用, 但城中村存在安全隐患、市政配套不

足和市容环境较差等问题也非常突出, 因此关于城

中村应该拆还是应该保留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本

文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 进一

步论证城中村的存在价值, 呼吁地方政府尽量通过

综合整治, 改善城中村的各种问题, 而非全面推倒

重建。目前, 部分地方政府已逐渐注意到城中村的

价值, 如深圳市政府于  2017 年底颁发《深圳市“城

中村”综合治理行动计划(2018—2020)》①, 提到“城

中村在促进特区经济社会发展、完善规划布局、调

节城市功能、增进多元供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以深圳水围村柠檬公寓为代表的“租赁运营模

式”城中村改造, 是深圳摒弃拆除重建, 对城中村进

行综合整治的有益尝试。虽然在租金上涨和配套规

范不完善等方面仍在争议, 但其在再现城中村价值

方面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本研究仍存在局限性。首先, 居民通勤距离采

用直线距离, 即最短距离, 与实际通勤距离有一定

的差异。其次, 深圳可能是中国超大城市中的一个

特例, 城中村在城市发展及职住融合中扮演的角色

可能比其他城市更重要, 未来需要进行更多城市的

比较研究。第三, 手机信令数据只能统计特定空间

单元内的群体趋势性特征, 无法区别同一  TAZ 中本

地就业与失业情况, 未来还需要结合更多的大、小

数据 , 通过调查了解城中村居民的实际通勤状况 , 

将区域研究与个体研究相结合, 开展更加细致和深

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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